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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索社会收入分配达到合理平等的前景时，可以把经济机制分为两部分因素来探讨：第一部分因素是把社会成员禀赋资源—无论是人力还是非人力资本—产生并适用于生产的过程；第二部分因素是分配这些资产之收益的方法。下文将对这两个过程作出评论。

如果稍微变换一下视角，那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则是，在收入分配动态有效率的前提下，在一个总资本量已知、人力资本分配已知的社会，是否存在收入分配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在这里，对两种收入分配作如下的定义：从同样的社会禀赋资源产生出来的两套不同收入分配，如果它们平均收入相等，就算静态效率相等；如果它们增长率相等，就算动态效率相等。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唯有一种制度能够达到最高动态效率，那就是：所有资产均为私有，市场不受任何限制，并且通过税收实现的再分配应为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制度。而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是最高动态效率的前提下存在不同的自由度。 社会主义者认为有两个自由度：一个是怎样把资产或这些资产的产权分配于社会成员，另一个是怎样可以通过税收分配收益。 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只有第二个自由度存在。 如，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企业所有权普遍私有化，企业产权所有极不平等，但收益再分配可观。
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只选取动态效率作为规定的约束条件。我认为，社会需要给处于劣势地位的成员提供额外的资源 (比如用于教育)， 而这会导致在某一时期总产量的降低，所以我不坚持静态最高效率。但我不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周边国家，却不受制于改变经济方针的公众压力.
有些人可能觉得只要证明再分配的第二个自由度的存在就可以了。北欧国家的经验显示，只要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美妙的收入平等就可以实现。我之所以对两个自由度都有兴趣，是因为在某些社会资产所有的再分配比得益的再分配更容易实施。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二十世纪末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资产所有不能社会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从计划经济失败这个事实我们只能推论出以下三种制度的结合是不可行的：国家拥有资产，非市场形式分配资源与商品，加上政治专制。按照逻辑，没有进一步的历史分析，我们得不出更多的结论。假如，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设想一个拥有多个企业的社会， 它的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它的市场是有竞争性的，另外有归因于民主制度的政治问责机制。 这样的一个社会系统如果要长期稳定，就必须保持股份所有权的大致平等。我认为这种系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并且是在经济上会是有效率的。我把它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对产权的分配有任何限制。

为什么这种这种制度既可行又是高效率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思考市场制度的主要优越性何在。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经济活动，二是为人们提供训练自己和创新的动力。我不想在这里把协调与激励这两个功能的区别作准确的定义——作这样的定义也非轻而易举——但对存在这两个功能的区别，我是有信心的。 那么这两种功能哪一个更重要呢？在谈论苏联的历史时，大家经常讲起许多协调方面的巨大失败：工厂经理们必须想方设法找到原料, 企业之间安排各种复杂的以物易物的交易, 买消费品需要排长队，等等。关于激励机制失灵也有不少故事。近年来，有些作者对苏联激励机制失灵的严重性表示怀疑，比如社会学家Michael Buroway，声称计划经济下的工人是把废物做成商品的高手。但无论当时激励是否失灵，一件简单的事实是人口普遍教育水平并未因为缺乏市场机制而降低。古巴也是这样，其文盲率是全拉丁美洲最低的。 总体来说，受教育的低回报并没有使年轻人放弃学业。


甚至哈耶克在三、四十年代深有见解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及计划经济的讨论，也基本没有谈论激励问题。而且哈耶克设想苏联企业管理人事是”忠诚能干”的。他认为问题在于这些人因为没有价格指导，无法了解生产成本，因此也无法降低成本。这是协调的问题。而且二战之后西方反苏宣传都没有宣称计划经济不能激励个人积极性，而着重于攻击其缺乏民主和自由。


我当然不想以偏概全。 值得强调的是，哈耶克也谈到了市场提供创业的机会，因此利用了人们致富的动力。但是即使在谈论这一点时，我们也必须把市场协调功能，即市场把分散的信息凝集在一起的特点，和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市场动员人们为致富而创新的特点，区分开来。 柯尔奈讲的预算软约束才是一种真正的激励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直到1970年以后才进入经济学词汇里。我认为在此之前, 在西方，计划经济如果是被视为有缺陷，那是被视为等量齐观地受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之祸。
在苏联就经济学家李伯曼关于引进价格机制论点的争论都没有讨论激励问题，而只谈合理计算成本问题。但1970年之后，这种看法至少在西方很快就变了，计划经济的激励机制的失败开始被当成罪魁祸首。我认为我们还没有一部好的苏联经济史，把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中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作出评价。 当然, 委托代理这种概念的出现是因为它总结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牵强附会，人云亦云，锤子发明后，所有问题看起来都象钉子这种事也是有的。

我之所以反复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市场主要的功能在于协调而不在于激励，那么就有可能在保持市场机制的同时重新分配企业股份，而不对经济产量有任何伤害。在此我要做进一步的阐释。对资本主义的活力最初的解释是它鼓励企业家思想。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英雄是企业家。这是哈耶克的看法。但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创业家的企业已被由有偿服务的管理人员管理的大型公司所取代。创新也主要是由学校或公司里授薪的研究人员所完成。70年代西方经济问题的要点变为有效地监督管理人员，资本主义的英雄也相应变成了监督管理人员的大股东－激励也变成了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激励－和能够购买衰弱公司控制性股权、解雇公司管理人员、对公司重组的公司突袭者（corporate raider），而并非企业家。(公司突袭者是是90年代金融学家Michael Jensen 的英雄。) 对市场研究的注意力，也从它发掘创业家的角色转向它通过公司控制市场监督管理人员的角色。


近年来的诸多丑闻说明市场监督公司管理人员的效果远远不是完美的。除了英国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不是由大的私人股东监督，而是由各种机构控制。在这些国家，公司收入的主要获得者并不直接参与监督。至少在德国和日本，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开的。如果这种机制不影响效率，那么进一步把对管理人员监督的机制和企业收入的分配分开，只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我所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一种既不牺牲有效的管理监督又把资产得益散布分配的体制，就成为一种可能。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的观点于另外一种观点的不同。我不把美国公司总裁高昂的薪水当作市场失灵的证据。相反，我可以想象这样的高薪和边缘生产率基本是等同的。你如果是一个轮船的舵手，航向改变一度而躲过冰山，创造的价值是千百万而计的。我甚至宁愿相信其他国家公司总裁薪水比美国低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的管理人才市场缺乏竞争。我的观点是，我怀疑我们必须让某些股东大量获取公司利润才能够保证有效的公司控制。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更慎重地讲，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它的必要性。


再假定，在一个国家，企业的利润相对均等地分配给公民们，并且建立了机制以防止演变出非常不平等的股权控制。怎样设计这种机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发表过有关的看法；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但我认为这种机制的存在完全是可能的。经济学这个行业肯定没有就这个问题象研究拍卖那样绞尽脑汁。但不管怎样，这种机制造成的所得分配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者所称道的那样。利润、利息和赁金只占一般发达市场经济总收入的25%；剩下的都是劳动收入。在美国，每户平均收入现在是五万美元左右。那么在我说的假设的国家，经过市场社会主义重组后，每户最多可以均等地得到$12,500 的资本收入。对消除贫困，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人力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家庭收入还会是极不平等的。

果然，最近Thomas Picketty 和Emmanuel Saez 的研究说明，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收入最高的0.1%那些个人都是以劳动而不是以资本获其所得。美国的富豪多数都是电影明星、超级球星或公司总裁，不象一个世纪以前是资本家或收利息的财主。如果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在竞争机制下获得的－－而且象上文所述，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失去了一定意义。


很明显，即使没有以上说的这些高收入人物，平等分配企业股权所有也不能导致我们许多人理想的收益分配的平等。事实是，劳动的异质性现在至关重要，尽管马克思的著作，尤其他最重要的作品《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提及这一点。我甚至计算了一下，如果美国的资本全是公共所有，而产品按照劳动价值比例分配的话，美国的基尼系数会是0.28。这种平等程度，不需要改变现有资本分配，只要把税率提高５个百分点，就可以实现。这个结果戏剧性地显示出，起码在美国，现代的不平等，原因在于能力不平等，不在于资本所有权不平等。


直到这里，我还没有谈论选择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体系（比如上文所讲的重新分配资本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可行性。我关注的只是说明这种体系的经济可行性，并指出即使经济上可行，这种体制由于劳动收入有极大差异，也不能带来平等主义者期望的所得分配。


然而我们都知道，大规模的收入流动的再分配经济上是可行的：有欧洲的例子，尤其是欧洲北部，而以北欧五个国为最。有些保守派声称福利国家正在灭绝，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由于人口和移民的变化有无关宏旨的改变，但不是在消失。Peter Lindert 最近甚至主张一种论点：因为福利社会采用聪明的税收制度，再分配性的税收对经济效益的损害基本不存在。没有证据说明较大的福利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别的国家低。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比美国低的，但原因是欧洲人选择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不是因为他们生产率低。


我的猜想是，北欧再分配制度成功的秘密是他们的社会成员的同种性。这个看法并不新颖。但我的论点和同种性带来团结那种惯常的说法不同。我认为历史早期阶段，重要的是社会成员风险同一性，而风险同一性是教育同一性造成的。我说的风险同一性不意味着不同的人的风险是相互关联的，而是恶劣状态（比如残废或疾病）发生于每个人的几率都差不多。在风险同一的条件下，劳动者彼此保险是理智的。相反，如果保费相同的话，一个高风险的群体和一个低风险的群体彼此互保是不理智的。所以劳动者同种性导致北欧出现了最早的社会保险体制。而就我猜想，这种体制建立之后，人们开始喜爱这种制度。疾病保险和养老福利带来了一种愉快的社会，并这种状态也开始为大家所珍视。于是那里的公民又进一步推广福利社会的范畴。我认为，当今的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超出了从个人利益出发、作理智的保险所需要的水平，原因是早期保险体制使人们养成了对平等的喜爱。


要声明的是这是一种猜想。我不是研究历史的。


不能忽视北欧国家另外一个历程，即所谓的”团结工资政策”（solidaristic wage policy）。五十年代这些国家的工会和雇主们同谋使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实行同样的工资（这个政策的创造者是经济学家Rudolf Meidner）。这种作法的动机不是什么道德观念，而是为了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采取的手段，而且当时被人认为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需( 当时北欧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市场)。后来“工资团结”被延伸到企业之内，导致北欧国家不仅有财政分配之后的收入平等，而且有财政分配之前的收入平等。


所以，北欧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例子，虽然这种例子不是可以广泛复制的。它们的价值在于反驳政治右派的中心论点，即大规模的再分配会摧毁人们的动力，因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但如果社会成员同一性是实施社会保险的前提（而如我已经阐述，是社会保险带来了人们对平等的喜爱），北欧模式不一定可模仿。而且如上所说，在斯堪的纳维亚除了社会成员同种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使工资平等成为理智的选择。


我并不想宣称社会成员同种性是通过税收深度再分配的必要条件。即使在美国，公共产业也占国家总收入的30%。但我确实认为在人口异质性国家，教育作为另外一种纠正不平等的方法，必须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针对教育，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教育投资能够多大程度上使人力资本，也就是获取薪酬的能力，平等化？第二，我们能否期望民主制度在异质性人口的国家带来必要的教育财政支持？这两个问题，分别触及通过教育改革达到平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可行性。


首先，我们要把经济可行性这个问题讲清。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本领的不同总会带来获取收益能力的不同。认为借教育可以完全消灭这方面的不同是乌托邦的想法。更为合理的问题是能否在平均水平上消除父母收入和孩子收入的关联。图一显示出90年代初美国以下三类男性劳动者收入的积累分配函数：母亲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只得到高中文凭的，和母亲至少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

［图一］

很明显，孩子们前途与母亲的教育程度有极大的关系。用来计算这些分配函数的数据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三类型人收入不同的具体原因，但可以想象社会因素，比如家庭的文化环境和家庭给孩子提供的机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不只是基因的问题。

作为对比，图二显示在丹麦的同样的收入分配函数：
［图二］
机会同等的一种确定的表现是，一个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分布与他们母亲的教育无关（如果收入分配不是连续的，这等于说代际收入流动矩阵（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matrix）的行都是一样的。）我估计我们看到的美国与丹麦的差别不完全是教育财政政策的缘故，文化同质和团结工资政策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教育财政政策肯定有一定影响：丹麦国家对所有的孩子的投资都是等同的，而且没有私人学校；而在美国，由于学校财政依赖于地方政府地产税的征收，教育投资在全国不同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别，更不用提私人学校了。

我们可以考虑如下的问题：假设我们可以把美国教育预算重新分配，对社会背景不同的孩子作不同数额的投资。什么样的预算分配能够把上述不同背景人们的收入累积分配函数中的不同极小化？想作这样的计算，必须估算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工资和教育支出间的弹性系数。在美国，因为不同市区可观察到的学校支出差异很大，这种计算是可以作的，我和Julian Betts用局部均衡模型算过。

表一显示了计算结果。这个图表把美国儿童按他们母亲的教育程度分为四类。可以看到，对处于最不利地位儿童的投资应该大体是对处于最有利地位儿童的投资的五倍；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消除不同社会经济群组人的分配函数的不同，但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不同”极大极小化”(maximin)。 有趣的是，我们估算薪金总额会由此增加2.6%，说明这种巨大规模的再分配不仅和静态效率不冲突，甚至还可提高静态效率。我不是声称这种再分配现在具有政治可行性，但是它显示出了机会平等分配教育支出和资源平等分配教育支出的不同。当然，美国现在连资源平等分配都没有作到。

表一:  机会同等投资分配，人均预算为每个学生每年$2500 

	母亲教育程度
	小于 8 年
	大于８年 ，小于 12年
	12年
	大于12年

	机会同等投资
	$5360
	$3620
	$1880
	$1100


有些技术悲观主义者，譬如劳动经济学家Eric Hanushek，认为更高的教育支出基本没有回报。而根据其他劳动经济学家的估算，回报虽有但相当小。可能更接近事实的讲法是美国教育系统需要有大规模的改革才能提高处于不利地位人的识字、算数能力。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教师普遍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措施之一就是要提高教师的薪金。

根据Betts －Roemer计量经济运算，我们认为，即使把教育技术作为定量，教育支出彻底的再分配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缩小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可预期收入的差别。当我们说教育技术为定量，我们是指有关弹性系数都是从现存数据中计算出来的，因而当然反映了现存的教育技术。

而探询通过教育财政政策消除因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获取薪酬能力的不同是否政治上可行，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在近期研究了这个问题，也想在此把我做的研究结果做一个总结。但我必须事先提醒大家，我的方法是较为抽象的。我没有考虑在特定国家的一个短期内研究这个问题要考虑到的许多制度细节。我关注的是，从长远来看，由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经济阶级的有竞争的民主政治是否能带来一种政策，来消除家庭文化对儿童获得薪酬能力的印记。

我提出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会由家庭组成，每个家庭由一父或一母和一个孩子组成，而家长是按获得薪酬能力来分类的。我设想教育生产函数类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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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是家长的薪金，r是学校系统对孩子的投资，w’ 是孩子将来的薪金。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关系。特别是，对具有特定经济地位（即薪酬相同）家长的孩子，我假设他们的的天份和能力没有差别。以上的教育生产函数可以解释为：有两个因素决定一个孩子将来的薪金，一是家庭文化，以家长薪金来体现，二是学校对孩子的投资。


模型中的家长们开始就收入再分配和教育预算进行政治竞争。政党开始组成，不同均衡政策继而产生。而一项政策要制定一个税收制度，进行所得再分配，收缴教育预算金额，然后把预算分配到学校去，这种预算分配方式应严格针对孩子经济地位的不同（也就是家长薪金的不同）。换句话说，每个政党的一部分均衡政策都包括一个函数，制定对有w薪金的家庭的孩子作出多少教育投资。我们把模型简化，设定一代人仅有一次选举。获胜的政党实施它的教育财政政策，进而通过教育技术决定下一代人的薪酬分配。


下一代参加同样的政治竞争：政党组成，提出政策，一党获选，实施它的教育财政政策，决定第三代人薪金的分配。假设这种进程不停地持续下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薪酬的分布会发生什么变化？更精确地说，此分布的变异系数会否聚集为零？如果是这样，至少从长远来开，以下意义的机会平等就实现了，那就是人们的薪金与年代久远的祖先的薪金是无关的。


许多人都把民主和经济平等挂在一起。我描述的模型是以研究民主政治竞争是否会最终带来消除家庭文化对孩子未来薪金影响的教育财政政策这一项目中的一个探索。


此问题的答案较为复杂，在讲述之前，我必须进一步介绍模型。我假设家长们只关注家庭（记住，家里只有一父或一母和一个孩子）的消费水平和孩子未来的薪金。家长的偏好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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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是家庭消费, w’是未来薪金。


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在一个维数无限的政策空间(infinite dimensional policy space)进行的。一项政策，是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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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薪金为w的家庭的消费和教育投资的总额，而Ｘ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总消费加总投资等于收入总额；

(2) Ｘ的斜率总是在０与１之间。

采用维数无限的政策空间意图使模型可以反映无情的竞争，在竞争中政党不受任何限制。如把政策都设置为线性函数则是不合事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政策空间之大，我采用的政治均衡概念叫做“全党一致纳什均衡”(party-unanimity Nash equilibrium, 或PUNE)，因为更简单的、有名的中位选民定理所运用的唐斯均衡(Downsian equilibrium)概念不适用本模型――一般情况下，唐斯均衡只有在单维空间才存在。


但是PUNE这个均衡概念决定不了独一的均衡，会出现多个均衡。在模型中，政党被假设为复杂的组织，组织者有不同的目标。有些成员想把党的得票份额或获选几率最大化；另外一些成员却希望能代表该党的选民团体，只提出推进其选民团体利益的政策。在每个政党里，这两个可称为投机派和卫士派的派别进行谈判。所谓一个政治均衡，是两个政策，一党一个，每一个政策都是党内派别权衡另外一党提出的政策谈判达成的结果。那么上述的多个均衡的出现取决于这些党内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不同派别的相对实力。如果有左党和右党两个党，左党里投机派的相对力量是一个参数，右党里投机派的相对力量是第二个参数。则出现有和这两个数字相关的一列出有两个参数的均衡。各种均衡是以两党的性质来区别的，党的性质是指它们在追求选票和代表选民团体两种极端之间所处的位置。


如果两党中都是投机派占上风，那么得出的均衡我们称之为投机均衡；如果两党中都是卫士派占上风，那么得出的均衡可以称为是意识形态 (ideological)均衡。最后要说明的是，模型中的选举是随机的事件，所以在选举之前，我们只知道各党都有获选的几率。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模型的结果：

(1) 如果每个选期的政治都有足够的投机色彩，那么薪金分配的变异系数在极限趋进于一个正数，不会是零；

(2) 如果每个选期的政治都有足够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最开始的薪金分配不平等较大，那么薪金分配的极限变异系数为零的几率是小于1的正数；

(3) 如果每个选期的政治都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且最开始的薪金分配不平等不是很明显，那么薪金分配的极限变异系数肯定是正数。

换言之，民主从来不能保证消灭家庭背景对薪金的影响，最多只能说在特定条件下民主有消灭这种影响的几率。


这个结论听起来非常悲观，但逃脱的出路是有的。上述的模型作了两个重要的假设：一个是教育投资的回报彻底是私用的，另一个是每个家长（选民）只关注自己的家庭。如果我们放弃第一个假设，可以使用下面这种教育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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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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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儿童的平均投资量。这个公式反映出投资的正面外部性：我自己孩子未来的工资会因为对其他孩子有更多的投资而提高。有各种因素显示这种假设比前面的假设更符合实际：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队伍会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教育更好的儿童会对周围的儿童有正面的影响，等等。结果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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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率足够大，那么即使政治完全是投机色彩的，人力成本的变异系数在长期也会聚集为零。如果我们放弃上述第二个假设，而设想家长也关心他人的孩子，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这种意义上的团结能促进社会平等的趋势，这是不奇怪的。


整个模型的结论可以总结如下：如果选民只关注自己的后代，并且教育投资的正面外部性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只有在最初所得分配足够不平等、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当鲜明的条件下，民主政治才有一定几率消除经济阶级的存在，而这里的阶级是指高低收入世代沿袭的一种家族模式。

我认为这个结果说明从平等主义角度看，民主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家族只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是有争议性的，因为在许多国家不同家族的相互团结是一个真实而重要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上述的悲观定理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当然，不同家族的相互团结在一个种族、民族和宗教不同的人口里发展出来可能性较小。但在这种异类混合的社会，一个模型设定政治竞争只围绕经济问题进行，本身就不对。比如，在美国，种族问题本身已是150年历史中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针对奴隶制、选举权、学校种族隔离、公民权力和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斗争显示的那样。

换言之，在存在不同民族的政治格局中，我讲述的模型起码在种族主义力量可观的时代是不适用的：民族融合带来的问题会很显著，必须纳入政策空间里，然后我们必须探讨这些问题对经济政策的均衡价值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最近和其他几个学者合作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研究。但这里不作更多介绍，要提一下的是其中一个也许可以猜到的结论，既选民中种族主义意识的存在会降低平等化的几率。

作为本文的最后一个题目，我想介绍一下我和Michael Keane及Matthew Johnson最近就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创造平等机会的研究得出的一些实证结论。前面讲过，我和Julian Betts作过计量经济计算发现，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儿童，必须做出对处于最有利地位儿童的五倍的投资，方能使其以后获得薪酬能力大致平等。那个计算用的是局部均衡模型，没有把薪金结构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它在技术劳动力供给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变化。而这就是我和Michael Keane、Matthew Johnson正在进行的研究题目。

在模型里，我们把劳动者分为8类：两个性别，四个由父母教育程度而定义的社会经济类别，即高中没有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没有毕业和大学毕业四种。我们把职业结构分成10个职业，模型中的经济用资本存量和这10个职业的劳力作为投入，产出一种消费品。模型里甚至有更详尽的分类。每个劳动者工作四十年，所有劳动者分为四个年龄组，两种教育水平——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那么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有160种劳工：10个职业、两个性别、四个年龄组及两种教育水平（雇员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企业来说是无所谓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是影响每个劳工上大学的几率）。薪金向量有160个分量。生产函数是一个嵌套不变替代弹性函数 （nested CES function）,我在此不作更多阐述。 

劳动者关注的是三件事情：一生收入流动的贴现现值，休闲（或称家庭生产），及上大学的心理成本。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中有一个参数反映这个成本，而孩子家庭经济社会背景越不利，该成本的数值越高，上大学的比例也就越小。下文对这个成本会作进一步的解释。效用函数中也有随机的成分，所以在模型里设定的完全一样的两个劳动者最后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个随机成分可以理解为模型将每个劳动者观察不到的性格也考虑进去。

这个模型的均衡点是一个有160个分量，能使160个劳动市场出清的薪金向量。也就是说，企业有对160种劳工不同的需求，全体劳动力为10个职业以及家庭生产提供劳工，所有的这些市场都必须出清。年轻的劳工必须作出选择，或者19岁参加工作，或者上大学。每个人参照反映他们在生活不同阶段薪金水平的薪金向量，作出效用极大化的选择，而薪金向量又取决于他是否上过大学。

这个模型使用了300多个参数，主要用在生产函数里面。这些参数估算出来的数值是能使计算出来的从1968年到 1994年一段时间均衡薪金的时间序列和相关这160种劳工历史上可以观察到的时间序列相符合的数值。我们特别估算了一下8种不同劳工（两个性别 x 四个社会经济类别）的心理成本参数。估算的过程花费了一个研究生几年的时间, 但计算结果与实证数据拟合优度相当好。

当然，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当从处于最不利地位群组向处于最有利地位群组靠近时，选择上大学的年轻劳工的比例迅速增加。我们现在可以作这样一个试验：我们需要给家长高中没有毕业这一群组的19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年轻人，提供多大的辅助，才能使他们上大学的比例提高到地位比他们稍高的一个群组（即家长高中毕业）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呢？

这个试验采取一般均衡模式。首先，如果给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年轻人提供的资助总额为A， A这笔支出必须通过对所有劳工征税来支付。其次，资助的后果是被资助群组上大学的人数更多，这会改变高中毕业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力的供给，同时带来均衡薪金向量的改变。具体地说，其他类别的人上大学的比例会减小，因为受大学教育的劳力增多会带来这种劳动力薪金的下降。把这些一般均衡效应都考虑进去之后，资助总额A是多少呢？根据我们的计算，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19岁以下的年轻人要提供$88,000的资助才能使他们上大学的比例与地位稍高（即家长高中毕业）的群组的人等同。如果对这类人提供$160,000的资助，然后对家长高中毕业类别的人提供$80,000的资助，那么这两类人上大学的比例会与家长上过大学（但没有毕业）类别的人相当。
这些数据可以如下解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年轻人比地位稍高一个群组年轻人上大学的心理成本要高$88,000，而和地位更高一级群组（家长上过大学）的年轻人相比，心理成本要高$160,000。对这种差异的一种解释是现实中的信贷市场不完善，导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年轻人将面临很大的资金困难，也就是说上大学意味着他们不能供养家人。但这和我们计算出的资助额有出入：$160,000远远超过一个高中毕业生不上大学、工作四年能挣得的收入。我们认为这种不同群组人之间的成本差异绝大部分和金钱无关。
那么这种所谓的心理成本从何而来呢？我们的模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问题的答案肯定与社会规范、家庭经历、甚至基因不同这些因素相关。我们认为我们的试验表明，阻碍上大学的主要因素不是支付能力，而是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们对于什么是成功的不同判断和不同期待值。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把在经济上成功的标准定得更低，因而上大学的心理成本更高。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在前面讲的关于就教育财政政策进行的政治竞争的模型并没有把它考虑进去。在那个模型里，我假设所有家长相对家庭消费和孩子未来工资的效用函数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人力资本低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期待低于人力资本高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期待，民主机制通过政治竞争在长远的将来带来人力资本平等的几率肯定是要减小。

我对上述的关于资助力度的试验的结果解释可能会有错误。这些结果尚待更仔细的分析。比如说，这一结果部分可归因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群组的劳工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或少数民族，我们可以看到的心理成本也有可能是种族主义的后果。那么反种族主义的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经济辅助。

我来作一下最后的总结。我最开始说明的论点是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是可行性的。但之后讲到，只要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这个制度并不会带来剧烈的收入再分配，原因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的不等更主要是由工资收入的不等造成的，而不是资本收入的不等造成的。接下去，我讨论了民主制度通过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消除不同家族拥有不同人力资本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我的结论是，只要各家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那么即使在一个良好的政体下，也就是在不为腐败所扰、忠心代表选民利益的各政党进行有效竞争的民主制度下，机会不平等的消除也是得不到保证的。并且，要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儿童获取薪酬的能力提高到地位较高儿童那种水平，要作出较大数额的投资。最后，我们发现，就接受高等教育来讲，至少在美国，不同社会阶层机会平等的主要障碍并非信贷市场不完善，而是更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好可理解为是社会经济阶层不同或种族不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心理成本的不同。

综上所述，我对在市场经济里实现平等的前景的预测是不乐观的。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试图推进社会的团结，也就是要说服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同胞作出牺牲。约翰 .罗尔斯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这一道德信条提供了精深的哲学依据，使以下的说法成为值得尊重的说法：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或者有聪明的大脑，不过是件侥幸的事，不应使获得高收入成为天经地义。也许过去三十五年里美国右派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最有危害性的后果是对博爱这个道德信条的否认。美国右派意识形态使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变成是体面的和正常的。

经常有人提出左派需要针对现时世界提出新政策、新想法。创新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我认为缺乏新想法不是左派的弱点。团结这个旧想法依然很好。社会保险这个旧政策也依然很好。鼓吹新想法必要性的人实际上往往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有新的花招来说服那些已被右派教导自私是好事的选民选择进步政策。” 这种战略确实没有花招不行，但战略本身是错误的。左派应该开展的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来教给民众什么是公平，教给民众博爱是公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多数人都支持机会平等观念的社会里，这样做是有基础的。美国右派智囊团—包括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Cato Institute,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and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每年有五亿美元的支出；它们已经用了35年的时间向民众灌输他们的观念。右派认识到了理论的重要性，而左派没有，左派吃了自种的苦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图一：  美国三种社会经济背景劳力财政再分配之前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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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丹麦三种社会经济背景劳力财政再分配之前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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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Harold McMillan声称:“苏联再不畏惧侵略,他们有与西方同样强大的核武器,有内部交通网络,有繁荣的经济,而且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竞争上很快就要超出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许多资深观察家持有这种观点, 所以用在价格缺失的情况下协调一个日益复杂的经济体而导致的问题来解释后来苏联经济衰退比用激励失灵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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